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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life has led to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edical quality 
and standards, but present medical services cannot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Doc-
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tense. Previous researches focused on behavior-
al strategies (such as cooperative behavior) to improv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inconsistence of th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causing bad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onstrual level theory, a newly 
developed social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theor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explain individual’s 
behavioral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al level theory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e current paper described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construal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on 
the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of medical staff and patient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s of 
construal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practice, such as communication 
among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medic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n propose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m-
proving the sharing strategies of medical information, changing the cognition of unequal right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adjusting the attribution to doctor-patient problems of medical 
staff an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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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使得大众对医疗质量和水平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目前医疗服务尚不能充

分满足群众需求，医患关系和矛盾日趋紧张与激化。已有研究多从医患双方行为层面(如合作行为)提出

改善医患关系和解决医患矛盾的策略与方法，鲜有研究探讨和分析医患双方心理认知表征方式的差异或

不一致在造成不良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解释水平理论是新近发展的社会认知表征理论，该理论被广

泛的应用于解释个体的行为差异。本文从解释水平理论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心理距离角度出发，分析解

释水平和心理距离对医护人员和患者认知、情绪与行为的不同影响，及其在医患沟通与医疗决策等医疗

实践领域的研究应用，进而从提高医疗信息的共享水平、改变医生和患者对不对等权利的认知、调整医

生和患者对医患关系的归因方式三个方面，提出解决医患矛盾、促进医患关系改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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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但医患关系却愈发紧张，医患矛盾不断加深。医疗纠纷事件数量上升，医闹与暴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

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2015 年 5 月 28 日到 6 月 7 日，全国就连续发生了 9 起伤医事件(潘庆霞等，2016)。
医疗纠纷问题已从单纯的医疗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医患关系的改善亟待我们深入探讨与解决。 

已有研究多从医患双方行为层面提出改善医患关系和解决医患矛盾的策略与方法，例如在医患合作

行为方面，多提出加强医患自身修养、提高医护人员专业技能、增加医患互动等。而鲜有研究分析医患

双方心理认知表征方式的差异或不一致对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心理学研究中提出的解释水平理论

(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们对事物的心理表征以及个体的行为差异。本文通

过分析解释水平和心理距离对医护人员和患者知情行多方面的影响，以及在医患沟通、医疗决策等实际

应用中的重要作用，阐释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提出相应的方法来促进医患矛盾的解决，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 

2. 医患关系与解释水平、心理距离概述 

2.1. 医患关系的界定 

医患关系是医护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弓思佳，

黎鹏程，2019)。Szasz 和 Hollender (1956)界定了医患关系的形式，分别是：主动–被动，引导–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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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互参与。主动–被动与引导–合作模式完全是家长式的，主要以医生为中心，而相互参与更强调

以病人为中心。Kaba 和 Sooriakumaran (2007)通过对医患关系的历史梳理发现，在医生和病人之间以病人

为中心的关系发展成为医患关系的焦点。这就要求医生应该将病人理解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同时

患者应该用主动参与、主动决策来取代被动参与决策。Balint (1969)认为医生不应该只关注患者的疾病、

症状和体征，还应该以患者为中心来倾听患者的真正问题。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决策是医疗过程中最适合

最恰当的医患关系。但是由于大多数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不足、医生和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如，心理表

征)存在差异等原因，患者及其家属往往不能正确而理性地对待疾病及其诊治结果，从而使医生和患者或

患者家属产生冲突，造成医患关系的紧张。尤其近年来医患恶性冲突事件频发(弓思佳，黎鹏程，2019)。
以往有心理学研究提出，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心理表征，即解释水平和心理距离会影响医患的沟通与医疗

决策，从而影响医患关系处理(孙鹤宇，尹梅，2016)。 

2.2. 解释水平和心理距离的界定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提出个体对认知客体的心理表征具有不同的抽象水平，即

解释水平(Dhar & Kim, 2007; Trope & Liberman, 2003)。任何事件或物体都可以运用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行

表征。低解释水平是具体的、语境化的表达，关注事物的从属和次要特征。高解释水平是抽象的、非语

境化的表达，更关注事物的主要特征(Trope & Liberman, 2003; Halamish & Liberman, 2017; Rim, Min, Liu, 
Chartrand, & Trope, 2019; Genschow, Hansen, Wänke, & Trope, 2019)。例如，“保持卫生”此类的表达方

式比“在餐厅拖地”的表达方式更抽象。因此可以通过手段(how)/目的(why)启动不同解释水平：通过回

答“为什么打扫卫生”来启动高解释水平，回答“如何打扫卫生”来启动低解释水平(张玥，窦东徽，辛

自强，2018；李明晖，饶俪琳，2017)。启动不同解释水平的另一个方法是归纳/样例任务，即上下位概念

任务，通过让被试对呈现的单词进行类别的描述(上位概念)来启动高解释水平，如回答“狗”是“哺乳动

物”，而描述一个与类别相关的例子(下位概念)来启动低解释水平，如回答“狗”是“狼狗”(Fujita & 
Carnevale, 2012)。解释水平不仅能够进行操纵，还可以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来测量：Vallacher 和 Wegner 
(1989)设计了行为鉴定表(Behavior identification form, BIF)来测量个体的解释水平，个体选择“目的”的

项目数越多，则说明解释水平程度越高，选择“手段”的项目数越多，则说明解释水平程度越低。 
心理距离是解释水平的影响因素，解释水平也会影响心理距离(Trope & Liberman, 2003; Soderberg, 

Callahan, Kochersberger, Amit, & Ledgerwood, 2015)。例如，当人们思考遥远的未来时，可能会用抽象的

术语来描述这个未来。同样，当一个特定活动用抽象语言描述时，人们倾向于相信它在未来。心理距离

有四个维度，分别是：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性，无论在哪种维度上，对于距离较远的

对象，个体都将以更抽象、更高的解释水平进行表征，对于距离较近的对象，个体都将以更具体、更低

的解释水平进行表征(Trope, Liberman, & Wakslak, 2007; Trope & Liberman, 2010)。 
解释水平理论因其强大的解释力，被广泛应用到各领域。本文通过分析解释水平和心理距离对医生

和患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从认知角度来培养和增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促进医患

关系的和谐。 

3. 解释水平与心理距离对医护人员知情行的影响 

许多研究发现，当医护人员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合作时，容易出现医疗事故，造成医患关系紧

张，而医护人员之间的合作能够有效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确保患者治疗和员工福利(Baggs et al., 1999; 
Manias & Street, 2001; Coombs & Ersser, 2004)。因此，护士和医生之间的合作是许多医疗机构的工作重

点(Hojat et al., 2001; Richter, Eisemann, Bauer, Kreibeck, & Åström, 2002)。Voyer 和 Reader (2013)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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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医生和护士对于合作的看法存在差异：与护士相比，医生的独立水平更高，且男医生报告相互依

赖的水平低于女医生。这是因为在现实中，医生往往对病人具有最终决策权并且承担更大的责任、更

高的风险，而护士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更长，产生更多的同理心，在决策时可能会采用患者的观点，

(Ashton-James, Van Baaren, Chartrand, Decety, & Karremans, 2007)。因此，相比于护士，医生更不需要

合作来共同决策，相互依赖水平更低(Sexton, Thomas, & Helmreich, 2000; Thomas, Sexton, & Helmreich, 
2003)。同时，制度化的社会实践体系下，男女存在不同的预期行为(Ridgeway, 2001)，因此在决策时又

存在性别差异：男医生相互依赖水平更低。根据解释水平理论，高解释水平的个体通常采用整体的加

工模式，而低解释水平的个体通常采用局部的加工模式(Trope & Liberman, 2010)。因此，在进行医疗合

作决策时，护士可能比医生的解释水平更高，认为自身所属的医疗团队是一个整体，个体与个体之间

相互依赖。同时，在决策时不同角色(医生、护士)的解释水平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未来研究可以通过

BIF 量表来测量医护人员在进行医疗决策时的解释水平，检验医生和护士之间的解释水平是否存在差异，

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解释水平是否存在差异。根据 Kaba 和 Sooriakumaran (2007)的观点，如果医生在

医疗决策时采用低解释水平表征，就会倾向于独立做出决策，然而这并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由此，作为医院领导层，可以通过训练医护人员采用高解释水平方式处理医患关系，帮助医护人员建

立整体加工的认知方式，来增加医护人员之间的合作，促进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和谐，从而改善医患

关系。 
解释水平和心理距离还会通过影响医护人员的情绪调节，进而影响医护人员的决策行为。研究表明，

由于工作任务繁重、风险高以及资源匮乏，医护人员成为焦虑高发人群(Sun, Fu, Chang, & Wang, 2012; 郑
新，2012)。尤其是处在重大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焦虑水平更高。高焦虑会使医护人员工作记忆能力下

降(Vytal, Cornwell, Arkin, & Grillon, 2012; Vytal, Arkin, Overstreet, Lieberman, & Grillon, 2016)，进而影响

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甚至会做出错误的决策行为，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一般而言，焦虑的本质是一种

思维活动，高焦虑个体往往将思维停留在一个过于笼统和抽象的水平(Borkovec & Inz, 1990; Stöber & 
Borkovec, 2002)。Kross, Ayduk 和 Mischel (2005)提出，当个体以第三人称(远心理距离)视角来调节情绪时，

个体会思考“为什么”，思维处于相对抽象和笼统的水平。Stöber 和 Borkovec (2002)认为过于笼统的思

维处理容易导致焦虑情绪调节失败。因此，他们认为采用更具体地处理情绪信息的方式更有助于问题解

决和促进情绪调节。有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Schaefer 等(2003)让被试按照指导语以某种具体的方式或笼

统的方式表达情绪信息。结果发现笼统的处理方式会导致更强烈的情绪，使被试心率增加，腹内侧前额

叶皮层(与情绪产生相关的大脑区域)更活跃。Pierre, Céline 和 Céline (2006)同样也发现具体情绪信息加工

组被试在训练后减少了其焦虑和恐惧情绪，概括情绪信息加工组焦虑和恐惧有所增长。因此，当医护人

员产生焦虑或其它负性情绪时，医护人员可以通过采用第一人称(近心理距离)视角，进行低解释水平表征

(更为具体的加工方式)来处理情绪信息，调节情绪。 

4. 解释水平与心理距离对患者知情行的影响 

解释水平和心理距离不仅影响医护人员的知情行，还会对患者的知情行造成影响。解释水平会影响

患者适应和应对疾病的态度，高解释水平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适应创伤应激。有研究表明，在适应和应

对癌症的过程中，培养生命意义具有重要作用(Park, 2015)，癌症患者的生命意义和感受到的痛苦之间存

在负相关(Winger, Adams, & Mosher, 2016)。培养癌症患者的生命意义可以有效缓解心理疾病(Breitbart, 
Rosenfeld, Pessin, Applebaum, Kulikowski, & Lichtenthal, 2015; van der Spek et al., 2014)。解释水平在生命

意义形成和创伤后成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Wang 等(2016)研究发现，生命意义形成通过高解释水平的建

构促使患者创伤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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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释水平使个体以相对抽象的方式表征事件，采用一个更广泛和更全面的视角看问题。而困难或

不确定的经历会促使个体采用高解释水平，这涉及从心理上退而求其次，着眼于更大的前景(Marguc, 
Förster, & Van Kleef, 2011)。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这类疾病似乎极其严重，超出了他们的接受范围，需要

采用全面、新颖和长期的认知方式去适应这种疾病。首先，从情绪调节的角度来看：当患者通过增加心

理距离而采用高解释水平表征时，更容易抑制消极情绪，降低消极事件的威胁性，较少关注情绪激发的

细节，并以非评判和专注的方式处理事件(Kross & Ayduk, 2008; Watkins, 2008)，这种认知加工直接减少

了反刍和侵入性思维(Ayduk & Kross, 2010)。其次，从认知角度来看：高解释水平使患者能够专注于整体

信息，而不受具体的情境约束，以形成对事件的简单表示(Rim, Hansen, & Trope, 2013)，这有助于患者更

客观地评估疾病的威胁性，让他们认为对待疾病不再困难(Thomas & Tsai, 2012)，不再危险，也不再不确

定(Namkoong & Henderson, 2014)，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患者对疾病的有效应对(Ayduk & Kross, 2010)。再

者，患者的认知范围扩大了，使患者能够产生更多的创造性想法和决心来应对疾病(Marguc, Förster, & Van 
Kleef, 2011)，并帮助他们获得资源和社会支持。因此医护人员和家属应该鼓励和帮助患者们采用高解释

水平来适应疾病，有效应对治疗疾病过程中的问题，减少或避免医患矛盾的出现与激化。 
心理距离会影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道德评判标准，远的心理距离使患者对医护人员的道德判断更为

严格(孙鹤宇，尹梅，2016)。李明晖和饶俪琳(2017)提出远心理距离时，个体会忽略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

和重要细节，只关注与行为相关的道德准则，这种脱离背景的直觉感很容易引发错误判断。当下，一方

面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心理距离较远，使得患者采用更严格方式对医护人员进行道德判断，即使医护人员

犯了小错误，患者也会容易产生较多的负面评价，而且这种负面评价还会因心理距离的增加产生放大效

果，使得医患关系的弦越拉越紧(孙鹤宇，姜欢，尹梅，2016)；另一方面，患者与自身心理距离更近，倾

向于采用低解释水平的认知方式，更关注具体细节(Trope, Liberman, & Wakslak, 2007; Trope & Liberman, 
2010)。因此当医护人员出现错误时，患者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如伤医。已有研究表明，高解释水平操纵

下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自控行为, 有更高的自控能力(Halamish et al., 2013)，这种自我控制能力使个体更

关注事件或事物的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Fujita, 2011)，促使其做出更利于发展的选择(杨鸽，2017)。由

此，为改善医患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拉近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来降低患者对医护人员严苛

的道德判断改善医患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训练患者的抽象思维，通过建构高解释水平来提高患

者的自控能力，减少患者的过激行为。 

5. 解释水平与心理距离在解决医患矛盾研究中的应用 

5.1. 在医患沟通研究中的应用 

医患沟通是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医患沟通时，礼貌用语的使用会拉近医患的心理距离，影

响沟通结果(例如，医疗事故诉讼的解决)。因此，鼓励医生在医疗事故诉讼中对患者讲礼貌，能够减少和

解时间以及和解金额(Ho & Liu, 2011)，改善医患关系。而不同的解释水平会使人们使用不同礼貌程度的

语言，高的解释水平使人们倾向于使用礼貌用语。例如，Stephan, Liberman 和 Trope (2010)通过手段(how)/
目的(why)启动个体的解释水平：让被试阅读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中的主人公正在执行一项任务，通过

让被试分析这个主人公为什么/如何做这件事，启动被试的高/低解释水平。之后让被试写下如果自己要说

服情境中的主人公来帮助自己共同完成一项任务，会如何表达。然后由专家根据 Semin 和 Fiedler (1988)
的语言类别模型对被试的语言抽象性进行编码，结果显示：高解释水平表征者的表达方式更抽象，如“你

能帮助我一下吗？”，而低解释水平表征者的表达方式更具体，如“你能帮我算一下这道题吗？”。医

患沟通是医患关系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拉近医患心理距离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通过启动医患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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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高解释水平，促进双方礼貌用语的使用，进而改善医患的沟通方式，有效缩短医患之间的心理距离，

避免医患冲突。 
从整体和局部的角度思考问题也会影响医患之间的沟通与协商。研究表明，高解释水平操纵下的被

试更多地考虑利益的整体性、全局性，对与全局利益相关的协商，协商效果更好；而低解释水平操纵下

的被试，对与细节问题相关的协商，其协商效果会更好(Giacomantonio, De Dreu, & Mannetti, 2010)。还有

学者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在协商中遇到障碍时，高解释水平操纵下的协商者会选择退让，从更为全局的

角度审视问题，从而达到双赢(De Dreu, Giacomantonio, Shalvi, & Sligte, 2009; Henderson, 2011)。重大疫情

期间，医患关系得到缓和，医患双方意识到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最佳的治疗效果。医患双方都倾向

于从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极易实现双赢的协商。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人们的解释水平，使得医护

人员以及患者、患者家属都能够从全局看问题，促进双方达成一致，改善医患关系。 

5.2. 在医疗决策研究中的应用 

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做决定和向他人提供建议时，个体会因社会距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决策偏

好。Peng 等(2013)指出在医疗行业中也存在这一现象：当被试在为自己/他人选择放疗(如肿瘤放射治疗，

治疗存活率 100%，5 年存活率 20%)或手术(如肿瘤手术治疗，治疗存活率 50%，5 年存活率 40%)治疗方

案时，被试更倾向于为自己选择保守性放疗，而为他人选择手术治疗。 
不同的心理距离会使个体采用不同的解释水平来表征事件。研究表明，远心理距离使个体倾向于采

用高解释水平表征事件，更注重从全局考虑问题，关注事件的“可取性”，即关注决策结果的价值；而

近心理距离使个体倾向于采用低解释水平表征事件，更注重从局部考虑问题，关注事件的“可行性”，

即关注实施决策的难易程度(Liberman & Förster, 2009; Fujita, Eyal, Chaiken, Trope, & Liberman, 2008)。Lu，
Xie 和 Xu (2013)也通过研究证实，在决策过程中，为他人决策的个体比为自己决策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

“可取性”而不是“可行性”。从与患者的心理距离来看，相对于患者家属，医生与患者的社会距离更

远。因此，在制订医疗决策时，医生更关注最终结果的价值，而患者家属更关注治疗的过程。以癌症为

例，医方更推荐化疗等治疗结果较明显的方案，而患者家属则更倾向于选择治疗过程中给患者造成伤害

较小的保守治疗方案。同样，患者和患者家属与患者本身的心理距离也存在差异，相比于患者家属，患

者与自己的心理距离更近。因而在为自己决策时，更多的考虑方案实施过程(例如手术不成功家人怎么办)，
关注细节(例如影响生活的症状是什么，治疗过程需要经历什么等)。而患者家属在为患者决策时，更多的

考虑最终结果(例如存活预期)，关注疾病的整体特征(例如是否危及生命、治疗结果等) (黄俊，李晔，张

宏伟，2015；孙鹤宇，姜欢，尹梅，2016)。在实际情况中，医护人员往往将信息告知患者家属，并由其

为患者做出决策，但是患者家属和患者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为了保证患者主观意愿的表达，医院方

面应该肯定患者参与的必要性，采取以患者本人为医疗决策权利中心的决策模式，这有助于减少因决策

而造成的医患矛盾，从而改善医患关系。 
除了社会距离，时间距离也对医疗决策产生较大影响，主要体现为患者在距离接受治疗的不同时间

会做出不同决策。根据解释水平理论，心理距离越远，个体对事件表征的抽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做出

收益大且风险大的决策，而心理距离越近，个体对事件表征的具体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做出收益小同时

风险也小的决策(Trope & Liberman, 2003; 李雁晨，周庭锐，周琇，2009)。因此，患者如果在接受治疗之

前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治疗方案进行选择，容易选择治疗效果好但风险高的方案，相反，在接受治疗之前

较短一段时间内选择，则容易选择治疗效果差但风险小的方案。所以，将临床实践的重要决策安排在术

前谈话中进行，可以有效地避免时间距离对决策的影响，从而避免医患矛盾的产生(孙鹤宇，姜欢，尹梅，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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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综合讨论与展望 

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患者对医学认知不足，获得的医疗

信息不全面，并且在获取信息时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误导(弓思佳，黎鹏程，2019)。其次，在医疗过程中，

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存在权利不对等的现象，医护人员是信息的发送者，是专家和权威的代表，而患者是

信息的接收者，处于从属地位(谭先健，丁琴，黄礼群，夏婷婷，康婉星，姚国庆，2019)。在这种情况下

医护人员可能会不尊重患者，患者可能不理解医护人员，双方存在沟通障碍。最后，在发生医患冲突时，

医护人员和患者对待同一事件有各自的理解(瞿雯，高隽，官锐园，2016)，可能互相推卸责任，从而激化

医患矛盾。因此，本文从解释水平和心理距离角度出发，提出可以通过提高医疗信息的共享水平、改善医

生与患者对不对等权利的认知、调整医生和患者对医患关系的归因方式这三方面来改善医患关系。 

6.1. 提高医疗信息的共享水平 

目前，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等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一大原因(张丽，2018)。因此，院方可以通过共

享信息平台，对社会(患者及患者家属)主动提供医疗服务信息，缓解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研究发

现，信息共享与解释水平存在相关关系：高信息共享者的解释水平更低，而低信息共享者的解释水平更

高。这是因为低信息共享者所获得的具体信息量少，对事件趋向于抽象表征(Jiga-Boy, Clark, & Semin, 
2013)。因此，可以鼓励医护人员共享信息时采用低解释水平表征，促进医疗信息共享。 

共享信息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是通过对文字、图片等的运用，将信息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在网络平

台(金福年，2007)。网络平台使信息共享方式(文字、图片、视频等)变得多样，让患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到

相关医学知识(凌杰，2012)。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交往动机使心理距离发生变化，个体偏好的信息共享

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让被试想象一个最近产生隔阂的亲密好友，并让被试选择靠近好友/与好友保持距离

的交流方式。结果发现，在接近动机下，被试在交流中更倾向于使用图片的表达方式；在距离动机下，

被试更倾向于使用文本的交流方式(Torrez, Wakslak, & Amit, 2019)。因此，为了让患者产生接近动机，拉

近医患的心理距离，可以多利用图片和视频进行信息共享。另外，共享时信息的颜色也会影响个体的解

释水平。Lee, Deng, Unnava, 和 Fujita (2014)提出黑白(相对于彩色)促进个体的高解释水平(相对于低解释

水平)，使个体关注事物主要的、本质的(相对于次要的、细节的)特征。之后，Lee, Fujita, Deng 和 Unnava, 
(2017)通过实验发现，如果让被试想象遥远的未来，被试倾向于捕捉黑白信息，而随着时间距离越来越近，

被试倾向于捕捉彩色信息。因此，当院方进行信息共享时，可以根据信息的主要程度选择呈现不同颜色

的信息，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准确地获取信息。 
在信息共享过程中，患者还会通过新闻报道获取信息。而新闻报道中关于医护人员的负面报道较多，

使得患者对医护人员产生负面认识，影响医患关系。解释水平理论和道德判断的研究表明，个体的道德

判断标准会随着心理距离的增加而变得严格(孙鹤宇，尹梅，2016)。这是因为在一般道德判断中，远心理

距离使个体进行高解释水平表征，忽略事件的背景信息，只关注行为结果(Eyal, Liberman, & Trope, 2008)。
比如，当个体与医护人员心理距离较远时，如果医护人员犯了错误，个体会更多地关注医护人员失误所

导致的结果，而更少地关注医护人员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努力。而新闻记者与医护人员的心理距离较远，

对医护人员的道德判断标准较严格，所以新闻报道较为负面(孙鹤宇，姜欢，尹梅，2016)。因此，未来新

闻记者应多了解医护人员，拉近与医护人员的心理距离，增加正面报道，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6.2. 改变医生与患者对不对等权利的认知 

在医患关系中，医护人员与患者的地位不对等，医护人员处于优势地位，患者的刚性需求和缺乏医

疗技术，使患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医护人员相当于高权力者，而患者及患者家属相当于低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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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mers, Galinsky, Gordijn 和 Otten (2012)指出，随着社会距离加大，高权力感个体的利他行为减少。此

外，还有研究表明高权力感个体的解释水平较高，所使用的言辞更为抽象，更为积极，更具有确定性(Magee, 
Milliken, & Lurie, 2010)。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解释水平或心理距离来影响个体的权力感，即通过干预医护

人员的解释水平或心理距离来降低其权力感，从而影响他们的利他行为以及言语表达，以此来改善目前

紧张的医患关系。 

6.3. 调整医生和患者对医患关系的归因方式 

医患之间难免产生纠纷，当这种消极事件发生时，无论医护人员还是患者都会对此进行归因。归因

是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特征及意图的解释和理解(Spitzberg & Manusov, 2015)。不同的归因方式会使个体

对该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认知、情感和反应(梁裕健，2016)。Ross, Lutz 和 Lakey (1999)提到归因风格

可以分为两类：积极归因和消极归因。积极归因是指将积极事件结果归因于内部的、持久的和整体的原

因，将消极事件结果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具体的原因。而消极归因却相反，将积极事件结果归因

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具体的原因，将消极事件结果归因于内部的、持久的和整体的原因。当产生医患

矛盾时，对于这一消极事件，患者及其家属大多数归因于医护人员服务态度不好，服务不到位，缺乏有

效沟通，或者治疗效果不理想等(杜淑英，李有权，2008)；而医护人员面对患者的这些负面评价认为自己

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从而产生职业倦怠(林蜜，2009；莫秀婷，徐凌忠，罗惠文，盖若琰，2015)。
由此可知，对于消极事件，无论患者还是医护人员都将消极事件结果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具体的

原因。但是，这种归因风格并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个体的归因方式与认知水平密切相关(黄俊，

李晔，张宏伟，2015)，在高解释水平条件下，个体更关注事物的抽象性和整体性，而在低解释水平条件

下，个体更关注事物的具体性和局部性(Trope & Liberman, 2003; Halamish & Liberman, 2017)。因此，在

发生消极事件时，低解释水平表征者更容易将结果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具体的原因。综上所述，

可以通过对解释水平的操纵，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让患者和医护人员在发生消极事件时，将结果归因

于内部的、持久的和整体的原因，帮助医患双方互相理解，减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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